
新新亞亞研研究究所所師師友友雜雜記記  
李金強  

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錢穆（1895-1900）先生在本港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早於中學時已有知

聞。及至回台升學，就讀於師範大學（師大），時中國文化史一科，業師朱際鎰

規定閱讀錢氏之《中國文化史導論》及《文化學大義》二書，並撰書評。對錢

氏之學，由是有所認識而心領神會。1967 年錢氏移居台北，講學中國文化大學，

並出版《朱子新學案》一書，繼而發表《朱子學提綱》，轟動士林。遂得閱讀《提

綱》一書，讀後猶如對中國學術思發展，獲一全面性鳥瞰的認識，留下深刻印

象，故已有畢業後回港投考研究所之志。  

回港後，得悉師大學長歐陽鎰豪於 1971 年先行考入研究所，繼而同班雷家

驥亦於 1972 年考入，時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均設於農圃道，而新亞中學則尚未開

辦。其時余於中學任教，課餘即至農圃道，與鎰豪、家驥共聚，並因而得識全

師漢昇之助理李龍華，研究所 1970 年入學的廖伯源，及家驥同屆之梁國豪與劉

楚華四位，並認識大學部歷史系四年級生陳懿行及何漢威二位。  

龍華及漢威先後至澳洲國立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攻讀博

士，余亦於稍後獲浸會停薪留職，並資助前赴澳大深造，得以重逢。時龍華已

畢業，任職澳大遠東語文圖書館，而漢威則仍在學，時常往還。漢威記憶力驚

人，中、西史學造詣至深，與其相交，獲益良多，其後畢業至台灣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任職至今，為近代中國經濟史專家。  

而伯源及楚華二位則至法國巴黎第七大學攻讀博士，國豪則至京都大學深

造，家驥返回台北，至中國文化大學攻讀博士，今則在國立中正大學任教，以

唐代史學研究著稱。伯源亦於法國畢業後，一度回所任教，現則任職於史語所，

擅長漢代政治制度。而楚華亦稍後來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成為同事，並成古

琴名家。  

余於 1973 年為研究所錄取入史學組，同屆尚有陳懿行及戴桂冠兩位，而與

同年入學的翟志成交往較多，志成於文革時為中山大學之紅衛兵，文筆犀利，

深得所中師長之喜愛，其後至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隨杜維明攻讀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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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985 年與他在國立星加坡大學重遇，志成任職於該校之東亞哲學研究所，

該所為星加坡政府鼓吹儒學之學術機關，今已結束。日後轉而任職台北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究心於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  

余入學時，研究所尚隸屬於中文大學，至 1974 年由於研究所諸師與中大校

長李卓敏之辦學及學術理念有所不同，故決定離開中大，自行獨立，並接受台

灣教育部之資助，此研究所畢業生日後均能獲教育部頒授學位之由來。  

其時研究所所長為唐師君毅，教務長為趙潛先生，所內共分文、史、哲、

佛學四組。史學組導師為蘇師慶彬，任教中國史之老師，包括嚴耕望、全漢昇、

王德昭、陳荊和、羅夢冊，孫國棟等數位。而余英時亦於此時出任新亞書院院

長，皆一時之選。而研究所尤以唐君毅、牟宗三、徐復觀三師，為熊十力之弟

子，最為著稱，新亞研究所亦因其三人而成為 1949 年後新儒家之學術重鎮。  

史學組導師蘇慶彬原為魏晉南北史之專家，然其時開始從事編纂《清史稿》

索引，並由同班戴桂冠協助。故研究所存有大量蘇師編纂索引之咭片，蔚為大

觀。入學後，除需修讀英、日語文外，先後修讀耕望師、德昭師及復觀師三位

任教之學科，而論文導師則由孫師國棟指導。諸師皆學問淵博，獲益匪淺。余

於師大攻讀時，其初研究興趣在於近代史，而師大亦以此著稱，後受師朱際鎰

研究魏晉南北朝史之影響，故亦對中古史多所用心，故入研究所後即修讀耕望

師任教之科目──中古史研究及中國歷史地理兩科，所受教益最多，故先談耕

望師。  

耕望師為賓四先生國內任教時之弟子，獲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唐史、中國

政治制度史著稱，並已自闢歷史地理研究之蹊徑。所講授中古史一科，上學期

主要介紹中古史史料、治學方法及其生平所遇師友之學行，日後並將其課堂所

講，擴充而成為《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賓四先生與我》三本小書，

實為治中國史入門的最佳讀物，耕望師之專史研究，實屬藏之名山之專門著述，

讀之者少，知之者亦希矣。惟獨此三本小書，使其為史學界人所共知。而下學

期則以其撰寫有關政治制度及歷史地理之專題論文，抽取若干篇講解其研究來

由及心得。耕望師之史學，奠基於史料，故其研究創獲之光輝皆由史料而得。

曾於課堂上自謂其歷年研究唐代交通路線後，最終發現了唐代的國界，此為其

於唐史研究之發明，由此可見，耕望師史學研究之精細及真相發明之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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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歷史地理一科為大學部之科目，然所修學生不多，蓋因耕望師之

普通話，不易為香港學生所聽懂。當時一齊上課，尚有今中文大學歷史系主任

蘇基朗，基朗於中大畢業後，亦至澳洲國立大學進修博士，以研究宋元泉州及

法律史著稱。耕望師所講歷史地理，起自史前，下迄唐宋，對疆域、氣候、物

產、交通、城市，多所論述，余修此科，國史造詣由是大進。  

余隨耕望師研習時，得以相知，一度邀余隨其研究中古之四川。然由於任

教中學，工作量甚大，難以靜心細讀中古史料，故最後仍選取近代史作為碩士

論文題目，至未能成為耕望師之入室弟子。然而研究所期間，受其教益最多，

對於耕望師治史之學行品格，終生不忘，其所主張「讀人人能讀之書，講人人

不能講之說話」，以及「工作隨時努力，生活隨遇而安」，至今尤奉為個人治史、

處世之圭臬。  

此外，在中古史一科，同班尚有屈啟秋及劉福注兩位，皆中大歷史系 1973

年畢業生。該年畢業生除前曾提及相識之陳懿行、何漢威外，日後浸會歷史系

同事周佳榮及鮑紹霖兩位均為同屆。啟秋現為新亞中學校長。故余與中大歷史

系 73 屆最具緣份。不但先後成為同學、同事，亦多為好友。  

德昭師早年任教師大之西洋史，並出版《國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一書，

早已著稱於台灣史學界。余在師大之受業諸師如王爾敏、呂實強、王家儉、李

國祁、李恩涵等，均曾受教於德昭師，故早已知其大名，德昭師後至南洋大學

任教，再至中大，並出任文學院院長。時開「中國近代思想史」一科，以中國

近代史上之改革及革命家思想作為講述內容，始於清中葉龔自珍而迄於五四之

陳獨秀及李大釗，德昭師出身北大，留學哈佛，學兼中西，且口才卓越，聽其

講課，娓娓道出，論述精彩，實為學思上之享受。德昭師時因章士釗病逝香港，

參與扶靈，而被視為右派中之“變節＂者，此冷戰時代，左右對立意識形態所

導致。由於新亞研究所與台灣國府關係密切，故德昭師與研究所之關係未能維

持。余本擬隨其撰寫碩士論文，終因此而未能成功。  

德昭師於中大研究院時，先後指導林啟彥、陳萬雄及周佳榮三位，後皆至

日本廣島大學留學。佳榮、啟彥二位日後均來浸會任教，獨萬雄至商務印書館

任職，而今成為出版界名人。由於皆曾受教於德昭師，而德昭師晚年致力於孫

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故我們皆先後受其影響，從事辛亥革命史之研究，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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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年代浸大歷史系以此作為起家之研究課題。  

德昭師於中文大學退休後，本擬專心著述，可惜不久即因腦溢血而去世，

未能在史學研究及著述上留下更多成果，至為可惜。其臨終前一年，曾至浸大

歷史系演講，時系主任劉家駒先生（研究所第 6 屆畢業）於演講前致辭，謂德

昭師為本系老師之老師，德昭師頗為快慰，演講後並同至尖沙咀「鹿鳴春」京

菜館午膳。該餐館為 60 至 70 年代新亞及香港學術文化界常至聚餐之地。師生

至為言歡，然德昭師卻不久即行逝世，未竟其業。  

復觀師被尊為當代新儒學大師，著作等身，然尤擅長撰寫政論文字，文字

氣勢磅礡，《突破雜誌》故創刊人及主編蘇恩佩曾面告余，謂復觀師為香港撰寫

時論之高手，中文尤佳絕。復觀師受聘於研究所後，講授《史記》及《文心雕

龍》兩科，至為叫座。其後新開《漢書》，余即選讀，然講至〈后妃傳〉，因江

青與四人幫專擅，話題一轉，竟然談論中共政治，直至學期結束。故該科實為

漢書與當代中國政論合講，由於復觀師曾與中共領袖接觸，講論時栩栩如生，

如見其人。復觀師於東海大學任教時弟子蕭欣義為其編刊文錄，其中一冊為《論

中共》，即復觀師於堂上所講論者。  

復觀師熱愛中國學術與文化，對儒家思想終將開拓中國民主，倡論尤多，

一次研究所師生同遊青山，復觀師侃侃而談儒家民本思想終將使中國與西方民

主接軌，時余年少，起而論說，並謂中國政治文化中始終欠缺希臘城邦的民主

投票及罷免制度，不易成事，致使復觀師頗為不悅。然復觀師對於傳統儒家思

想的持守及更新之願望，至今尤在余中心留下難以磨滅的痕跡。處於廿一世紀

的今天，所謂“全球化＂而實為“西化＂的華人學術界及社會中，益增對復觀

師思念之情。  

國棟師為余在研究所之論文導師，其初本擬隨德昭師撰寫論文，然因上述

因素，君毅師代為安排由國棟師指導。國棟師為唐史專家，亦為本港華文史學

界首先以計量方法研究唐宋之政治及社會史之學者，其《唐宋史論叢》一書，

可見其研究之功力。國棟師時為新亞歷史系主任，行政工作十分忙碌，兼且余

又研究清代福州城市發展，與其研究領域不同，故給予相當自由，自行探索。

然國棟師建議，須向全漢昇師請益，此即日後旁聽其中國近代經濟史一科之由

來。全師講授該科，以其生平部份著述，建構出一本中國近代經濟史講義，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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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條不紊、論述清晰，使余對明清經濟史上重要問題如絲銀貿易、米價、人

口、新式工礦、交通企業獲得嶄新之知識，有助碩士論文之撰寫。及余論文完

成，校內口試委員，即由孫、嚴、全三師主考，而由羅香林為校外考試委員。  

研究所攻讀時，除上課、讀書、撰文外，尚有月會及於農圃道圓亭舉辦的

中國文化講座演講會。其中最為難忘者乃曾出席兩次演講會。一為牟宗三師演

講士在國史上之發展，牟師口若懸河，滔滔不絕，在兩小時的生動演說中，全

面地勾勒出中國士階層的思想及其發展脉絡，令人折服。  

另一則為余英時主講〈史學、史家與時代〉，余為其中一名記錄者。該演講

始於說明蘭克（Leopold Von Ranke）之科學史學如何與清代乾嘉考證結合而形

成當前考証史學的專題研究之風氣。繼而指出近日西方學術界對蘭克史學之反

省而帶出史家、史學與時代具有密切關係，並指出當前我國史學界除注意專題

的分析研究外，應投身撰寫通論的綜合研究，方能顯示史學「古為今用」之價

值。余氏中西史學素養深厚，論述清晰而發人深省，演說辭日後刊登於《幼獅

月刊》，並收入余氏《歷史與思想》一書。該文實為二十世紀我國新史學的重要

文獻。  

此外，尚有可一記者為研究所於開學禮時，例由君毅師率領全體師生，向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行三躹躬禮。而每年春節諸生則必至研究所諸師家中拜

年，藉以加深師生之感情，凡此種種皆可見研究所尊崇中國文化之精神意向。  

50 年代國變後研究所師生於殖民地共同致力於中國學問之情境，撰寫此文

時，仍歷記在心頭。上列諸師雖或相繼離世，或已垂垂老矣，然新亞以民間學

人發揚中國學術文化使薪火得以相傳，顯然已成為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共同

記憶，也許這是中國民族與文化仍能更生恆常不容忽略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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